社会融合视角下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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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对象聚焦为在迁入地居留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从制度因素、经济状况、社会支持与心理融入四个维度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融合程度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农户籍、经济条件高、社会支持多、心理融入水平高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定居落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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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大量流动人口迁移到城市工作与生活，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十二五”时期，我国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约800万人，2014年年末达到2.53亿人。然而，由于户籍、政策、经济条件、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原因，流动人口要真正地在流入地定居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限制，其中社会融合程度对居留意愿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因此，有必要从社会融合的角度去研究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这对于推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过程、改善社会融入过程中的隔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迁移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经典话题，围绕迁移决策，至今最有影响力的推－拉理论认为决定人们迁移决策的因素是迁入地的拉力和迁出地的推力，二者之间的张力促使移民从不利于生活的地方迁入到相对有利于生活的地方；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高素质、年轻群体更容易倾向迁移；社会网络理论认为来自血缘与地缘的支持会降低迁移成本与风险，增加迁移收益。社会融合理论认为居留意愿与融合程度高度相关，良好的社会融合有助于流动人口在当地定居，社会融合一方面是指移民自身学习新的文化、获得权利和社会地位，建构与本地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形成对流入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主流社会对移民包容和接纳的长期过程。
国内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总体来说涉及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制度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及时间因素等，也有学者通过引入中介变量来测量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如叶鹏飞认为相对于人力资本而言，家庭因素、社会支持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更加明显[1]；任远认为外来人口在城市中“不断沉淀”、累积地沉淀，居留时间越久，长期居留的概率越高[2]；而王玉君引入城市归属感这一中介变量，发现城市归属感在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各因素直接或通过城市归属感间接影响其定居意愿[3]。从社会融合视角出发的研究，王朋岗将社会融合纳入到推－拉理论的框架之中，并没有脱离流入地有利因素与流出地不利因素的这种分析结构[4]。但是上述研究多集中于特定地域而缺少全国性的宏观分析。
关于社会融合的概念与界定，悦中山等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定义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在文化、社会经济地位、心理等方面差异的消减”[5]；朱力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包括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6]；杨菊华提出社会融入至少包含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四个维度[7]。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将社会融合划分为制度因素、经济状况、社会支持和心理融入四个维度，这种划分虽然未能囊括社会融合所有的维度，但概括了当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中较为重要的四个层面。
本文依据上述社会融合的四个维度并利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2014年CLDS是该项目的第二次调查，在中国29个省市（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成功完成追踪劳动力个体问卷14419份以及新增劳动力个体问卷9093份，调查对象为15至64岁的劳动力，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
（二） 概念界定

流动人口的概念基于户籍之上，张庆五认为构成流动人口概念的要素包括：以户籍所在地的住所为主要判断标志，空间位置上的流动要以一定的行政区化为范围，具有离别复归、双程往返的流动特征[8]。在已有定义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数据要求，将流动人口定义为：在不改变户籍的情况下，带着某种目的离开本县（市），并且在流入地停留半年及以上的人口。
（三） 研究假设

在社会融合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制度因素、经济状况、社会参与和心理融入四种维度，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1：非农户籍相比农业户籍更倾向于在流入地定居；
假设2：收入越高、职业地位越高，越倾向于在流入地定居；
假设3：社会支持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在流入地定居；
假设4：心理融入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在流入地定居。
（四） 变量

因变量
本文选取“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作为因变量，通过“未来是否可能定居本地”这一问题来反应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情况。居留意愿分为“非常可能”、“比较可能”、“不确定”、“比较不可能”、“非常不可能”五种选项，本文将前两种归类为明确表示愿意居留在本地，后三种归类为未明确表示愿意居留在本地，因此，因变量被处理为“明确表示愿意居留在本地”和“没有明确表示愿意居留在本地”。
主要自变量
基于前文的研究并考虑到指标量化的可行性，本文选取四组自变量。
一是制度因素，以户籍类型来衡量。户籍制度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户籍制度将流动人口划分为乡－城流动人口与城－城流动人口，前者缺乏依附在城镇户籍上的权利和福利，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而后者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9]。
二是经济状况，主要从收入水平、从业状态两方面来测量。经济状况是流动人口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也是融入当地社会的基础保障。
三是社会支持，主要从本地朋友数量、方言水平两个方面来测量。社会支持反映了流动人口与当地市民的互动以及在流入地参加活动的情况，是社会融入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四是心理融入，主要从城市安全感、信任感、当前社会等级三个方面来测量。心理融入是流动人口基于对自我身份认知基础之上的对流入地的归属感，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是社会融入的高级阶段，归属感意味着把自身看作流入地的一份子，超越了外来人与本地人的区分。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有无专业技术训练以及迁入流入地时间为控制变量。
在统一剔除缺失值后，每个变量的样本观测值均为1253个。流动人口的具体界定操作为户籍在“本县区以外”并且“在外长达半年及以上”。模型变量说明见表1。
表1  模型变量说明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及解释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居留意愿
	愿意=1、不愿意=0
	0.384
	0.486

	控
制
变
量
	性别
	男性=1、女性=0
	0.553
	0.497

	
	年龄
	14-24=1、25-34=2、35-44=3、45-54=4、55-64=5
	36.161
	10.893

	
	受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
	10.381
	3.588

	
	专业技术培训
	有=1、没有=0
	0.199
	0.399

	
	迁入流入地时间
	4年及以下=1、5-10年=2、10年以上=3
	2.263
	0.83

	
	地区
	西部=0、中部=1、东部=2
	1.618
	1.024

	自
变
量
	户籍
	非农=1、农业=0
	0.221
	0.415

	
	年总收入
	取年总收入的自然对数
	10.42
	0.906

	
	从业状态
	雇主、自雇=1、雇员、务农=0
	0.208
	0.406

	
	本地朋友数量
	3个及以下=1、4-6个=2、7个及以上=3
	1.963
	0.859

	
	方言水平
	能流利使用=5、会说一点=4、勉强能懂=3、懂一点点=2、根本不会=1
	3.533
	1.572

	
	安全感
	很安全=4、比较安全=3、不太安全=2、很不安全=1
	2.905
	0.669

	
	阶层自评
	社会阶层从1到10依次升高
	2.673
	0.604

	
	社会信任
	非常同意=4、同意=3、不同意=2、非常不同意=1
	4.259
	1.722


（五）统计分析方法
鉴于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此变量为二分变量，即“明确表示愿意居留在本地”和“没有明确表示愿意居留在本地”。因此，本文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将控制变量和自变量逐步纳入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维度对居留意愿的影响。
四、结果与讨论
在本文的分析中，分别将制度因素、经济状况、社会支持、心理融入等四组因素逐步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中进行分析，详见表2。
表2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男性（女）
	-0.343**
(-2.66)
	-0.298*
(-2.26)
	-0.322*
(-2.35)
	-0.411**
(-2.82)
	-0.378*
(-2.54)

	年龄
	0.021**

(3.11)
	0.012

(1.73)
	0.009

(1.32)
	0.008

(1.08)
	0.004

(0.54)

	年龄平方
	0.000**

(3.11)
	0.000

(1.73)
	0.000

(1.32)
	0.000

(1.08)
	0.000

(0.54)

	教育年限
	0.207***
(9.81)
	0.144***
(6.35)
	0.156***
(6.53)
	0.133***
(5.30)
	0.131***
(5.17)

	接受过专业培训（没有接受过）
	0.431**
(2.64)
	0.373*
(2.22)
	0.442**
(2.60)
	0.400*
(2.23)
	0.403*
(2.23)

	迁入流入地5-10年（4年及以下）
	0.392*
(2.06)
	0.438*
(2.25)
	0.380
(1.92)
	0.246
(1.18)
	0.186
(0.88)

	迁入流入地10年及以上（4年及以下）
	1.130***
(6.59)
	1.110***
(6.34)
	1.041***
(5.84)
	0.709***
(3.72)
	0.671***
(3.48)

	东部（西部）
	-1.328***
(-6.51)
	-1.245***
(-5.97)
	-1.207***
(-5.74)
	-0.980***
(-4.51)
	-0.888***
(-4.04)

	中部（西部）
	-0.415
(-1.79)
	-0.328
(-1.39)
	-0.364
(-1.53)
	-0.483*
(-1.96)
	-0.430
(-1.74)

	非农户籍（农业）
	
	1.142***
(6.83)
	1.163***
(6.86)
	1.089***
(6.08)
	1.036***
(5.75)

	收入对数
	
	
	-0.030

(-0.38)
	0.039

(0.46)
	0.006

(0.07)

	从业状态（雇员、自雇）
	
	
	0.843***
(5.20)
	0.676***
(3.98)
	0.670***
(3.89)

	朋友数量4-6个（3个及以下）
	
	
	
	0.427*
(2.43)
	0.400*
(2.24)

	朋友数量7个及以上（3个及以下）
	
	
	
	0.640***
(3.90)
	0.566***
(3.41)

	方言水平
	
	
	
	0.490***
(9.44)
	0.494***
(9.42)

	安全感
	
	
	
	
	0.245*

(2.20)

	信任感
	
	
	
	
	0.338**

(2.74)

	自评阶层
	
	
	
	
	0.085*

(1.98)

	常数项
	-4.017***
(-10.41)
	-3.293***
(-8.34)
	-3.154***
(-3.86)
	-5.458***
(-6.07)
	-6.893***
(-6.84)

	Pseudo R2
	0.117
	0.146
	0.162
	0.234
	0.247

	观测值
	1253
	1253
	1253
	1253
	1253


（注：括号内为各变量的参照组，*、**、***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一）控制变量对居留意愿的影响
从模型1来看，女性与居留意愿之间表现出极强的相关性，女性更倾向于在城市定居，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是女性承担相对较小的社会经济压力。年龄越高，留城意愿越强烈；从受教育水平因素看出教育程度越高，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越强烈；接受过技术训练对留城意愿也有影响；迁入时间长短对居留意愿影响非常显著，迁入所在地时间越长，越倾向于在所在地定居，印证了社会网络理论对个人迁移决策的解释即随着流动人口在城市的不断适应，居留时间长的人长期居留的可能性也大；居留意愿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东部省份的流动人口相比中部和西部更希望在迁入地定居，这与东部省份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具有较大吸引力密切相关。
（二）户籍类型对居留意愿的影响
模型2加入户籍类型因素，可以看到户籍类型影响显著，城镇户籍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在流入地定居，假设1得到验证。
（三）经济状况对居留意愿的影响
模型3加入经济状况因素，按照古典经济理论，流动人口是否打算在流入地城市继续居留，取决于其在城市的实际收入与预期收入的差值，差值越大，则继续居留的可能性也越大，当差值缩小时，则可能会考虑返迁或发生再一次的迁移行为。然而数据显示收入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与已有研究和现实经验有些冲突，可能原因是本文选取的全年总收入变量包含工资在内的多种收入，虽然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更可能受工资收入的影响，但工资收入可能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有限。从业状态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雇主比雇员更倾向于留在城市，这是因为雇主在城市中收入水平较高，社会地位较高，能够较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因而居留意愿较高，假设2得到部分验证。
（四）社会支持对居留意愿的影响

模型4加入社会支持因素，朋友数量、方言水平均对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朋友越多、方言水平越高，在流入地定居的意愿越强烈。社会交往网络在一定程度是社会融合度的反映，社会交往广泛使流动人口能够更接近城市的生活范式；方言的掌握有利于流动人口直接与当地人沟通交流，无形中提升了其社会归属感，从而影响他们的居留意愿，假设3得到验证。
（五）心理融入对居留意愿的影响
模型5加入心理融入因素，可以看到安全感、信任感、阶层自评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城市的安全环境也是流动人口考虑的重要方面，阶层自评越高，说明在当地的社会经济地位较好，从而提升了对当地的归属感，假设4得到验证。
总之从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看，性别、教育年限、专业技术培训、迁入所在地时间、地域、户籍、从业状态、朋友数量、方言水平、安全感、信任感、自评阶层等因素对居留意愿有显著的影响，教育程度高、居留时间久、非农户籍、经济情况较好、社会支持较多、心理融入水平较高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定居迁入地。居留意愿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强烈；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较小。
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融合理论对居留意愿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得到了证实。由于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城镇户籍与农村户籍在福利和待遇上依旧存在差别，户籍间接影响了教育水平、收入等人力资本因素，户籍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影响非常显著，农业户籍人群在定居迁入地时遭受到了更多的障碍与阻力。其次，经济因素仍是左右流动人口是否迁移与居留的重要因素。城市较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尤其是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作收入，确实形成了较强的吸引力，对居留意愿产生拉力。然而，居留意愿不单单仅由经济因素影响，因为越来越多的社会因素成为流动人口决定是否迁移与居留的考虑因素，比如当地的人脉、方言水平、生活方式等。最后，社会支持网络和心理融入，形成了迁入地的拉力，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在近代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城市化呈现出不可阻挡的趋势。特别是当今时代，从乡村到城市，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进行最后的大迁移。“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在广东客家人的族谱上有这样一句话，中肯地描绘了人类移民的基本志向，反映了人类历史上的迁徙、开垦、殖民的移民精神[10]。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一书中提到在人口迁移过程中，落脚城市最初扮演着过渡地的角色——农民在初次来到城市时，以此为据点，慢慢适应城市生活，逐渐改变自己，同时也在重新形塑着新的都市[11]。定居落脚城市只是流动人口成为“新市民”的开始，在完成了工作与居住的“市民化”过程后，如何培养具有城市性的生活方式，提升社会融合程度，才是成为“新市民”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叶鹏飞.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社会，2011（2）：153-169.
[2] 任远.“逐步沉淀”与“居留决定居留”——上海市外来人口居留模式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6（3）：67-72.
[3] 王玉君.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十二个城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人口研究，2013（4）：19-31.
[4] 王朋岗.社会融合视角下新疆跨省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研究——新疆、北京和广东的比较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5年（2）：66-71.
[5] 悦中山，李树茁，费尔德曼.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概念建构与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12年（1）：1-11.
[6] 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年（6）：82-88.
[7]杨菊华.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5（2）：61-79.
[8] 张庆五.关于人口迁移与流动概念问题[J].人口研究，1988（3）：17-18.
[9] 万向东，王亚飞，郜宪达.从“落脚城市”到“落脚社区”——移民和城中村研究的启示与外来人口城市融合服务的基本策略[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6（4）：56-62.
[10]道格•桑德斯.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徙与我们的未来[M].陈信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A Study of Floating Population’s Residence Int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tegration Theory

——Based on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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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2014,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sidence inten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ho has been living in the migration region for more than half year with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n four dimensions of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economic conditions,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social integration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residence intention, the people with urban hokou, excellent economic conditions, extensive social support and good social integration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settle down in the arrival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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